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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优化的重要途径，而高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是

影响生态效率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 2007—2017 年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高技术产业集聚、环境规制

以及两者协同对区域生态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均能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而高技

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协同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

生态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高技术产业集聚在中西部地区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而环境规制在东部地

区更有效。研究结论对提升区域生态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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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规模急剧扩张，极大促进了产业集聚的形成[1]。产业集聚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是

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增长极
[2]
。然而，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产业集聚也带来了区域发展差异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3]
，这

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可持续发展的浪潮下，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发展模式受到各国的青睐，绿色、

低碳和生态发展也成为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4]。然而，关于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当前研究尚未形

成一致结论。关于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具有正外部效应。产业集聚

具有规模效应，有利于知识溢出和新技术的推广，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而改善环境污染[5-6]。二是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具

有负外部效应。产业集聚通常会导致产能、城市和人口规模扩张，大大增加了能源消耗，加剧了地区的环境污染[7-8]。三是产业

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不能确定。环境污染受众多因素影响，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取决于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的

对比[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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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环境规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解决环境污染的途径。环境规制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

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关于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大多数学者

研究认为，环境规制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
[11]

，通过罚款和关闭高污染企业
[12]

，来提高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进而改善

了环境污染问题[13]；也有研究认为，可以转移高污染产业到欠发达地区来规避环境规制的约束[14-15]，因而导致环境规制的失灵。 

生态效率强调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要求既要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目标，又要保护生态环境，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研究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对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环境污染、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当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上，关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

影响的研究很少。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区域生态效率的视角，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以及两者协同对生态效率的影

响作用。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一是从微观视角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丰富了生态效率研究的文

献；二是初步探讨了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三是考虑地区的空间异质性，分地区研究高技术产业集

聚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性。 

二、模型设计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计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验证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借鉴 Dietz & Rosa(1994）提出的STIRPAT 模型
[16]，实证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EE 是区域生态效率；AG 是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ER 是环境规制强度；lnGDP 是经济发展水平；lnPOP 是人口规模；

lnIDS 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ECS 是能源消费结构；lnFDI 是对外开放程度；lnTEC 是技术发展水平。为了避免数据的异常波动

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对 GDP、POP、IDS、FDI 和 TEC 取自然对数。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区域环境效率。环境效率是评价区域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17]，它不能直接被观察，而只能通过

综合计算获取。超效率 DEA 模型由 Andersen 等于 1993 年提出[18]，该模型考虑了松弛变量和非期望产出能够很好地测量单个决

策单元的效率（decision making unit,DMU）。因此，本文使用超效率 DEA模型评价 30个省的区域生态效率，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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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j是单个决策单元的投入要素；Yj是单个决策单元的产出要素；si是第 i 个投入要素的松弛变量；s+r是第 r 个产出

要素的松弛变量；θ是每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 

为了测算生态效率水平，需要构建多维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区域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产出

指标又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可以促进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有效降低环境污染，进

而提升生态效率[19-20]。依据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投入指标有土地、资本、劳动力、能源、水资源和 R&D 投入[21-22]；期望产出是各

个省份 GDP 增加值和创新产出（使用每年新增授权专利数表示）；非期望产出包括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和固体废弃物排

放总量[23]。 

2.主要解释变量 

(1）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当前，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主要有区位熵、空间集聚指数、产业密度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

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这些指标均有一定的优点和不足。为了客观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消除区域规模差异，本文选用区

位熵计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24-25]。公式如下： 

 

其中：Uij是 j地区 i产业的产出指标； 是 j地区所有产业的产出指标； 是全国 i产业的产出指标； 是全国所有

产业的产出指标。 

(2）环境规制强度。关于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当前学术研究依然存在较大差异。借鉴 Domazlicky 等（2004）和周长富等

（2016）做法[26-27]，本文用环境污染程度的倒数表示环境规制的强度。环境污染程度越高，则表明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越低；

环境污染程度越低，说明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二氧化硫排放是空气污染和酸雨的最主要来源，也是中国“十三五”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强制减排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因此，本文使用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倒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
[13,28-30]

，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发展水



 

 4 

平作为影响生态效率的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用当年GDP 增加值的自然对数衡量。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密

切相关；经济发展可能会对生态效率造成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是绿色发展，既发展了经济，又保护了环境，改善了生态环境；

二是黑色发展，虽然发展了经济，但是污染了环境，导致了生态恶化。人口规模用年末地区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表示；(2)人口

规模越大，环境压力和资源需求往往也就越高。(3)不同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存在明显差异，通常情况下，第三产业对环境污

染程度最低，因此，选用当年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对数衡量第三产业发展水平。(4)由于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

主要以煤炭消耗为主，煤炭消耗越多，环境污染就会越严重，因此选择煤炭消耗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衡量能源消费结构。(5)对

外开放程度用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自然对数表示。研究表明，FDI 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相互叠加影响东道

国的环境效率。(6)技术发展水平用发明专利授权量的自然对数衡量，发明专利能够体现技术水平的质量，而技术水平的高低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污染排放总量。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我国 30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共 330 个观测样本。本文使用的所有数

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根据公式（2）和公式（3），可以计算出 2007—2017 年各省份区域生态效率水平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并取两者在研究

期间的平均值，从而得到图 1。 

 

图 1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及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均值（2007—2017 年） 

在样本研究期间，北京的平均生态效率水平最高，为 1.855，其次是天津、上海、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 6个省，这些省

份均为经济发达和环境良好的东部省份。新疆、甘肃和宁夏的生态效率均低于 0.4，处于生态效率的末端，其他 20 个省的生态

效率分布在 0.4～1 之间。广东省平均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高，达到 2.525，其次是江苏、上海、天津、北京、陕西和福建，

这些省份高技术产业发达，且高度集中。青海、宁夏和新疆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极为落后，集聚水平低于 0.1。其他 20 个省的高

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介于 0.1～1之间。总体来看，区域生态效率和高技术产业均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分布格局，这与区域经

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其他变量也均能反映各省发展的差异，主要变量的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 1所列。 

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解释说明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 

误差 

EE 区域生态效率，通过超效率 DEA模型计算获得 330 0.242 1.894 0.758 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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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高技术产业集聚指数，通过区位嫡方法计算获得 330 0.013 2.927 0.695 0.682 

ER 环境规制，每单位 GDP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倒数 330 0.002 0.773 0.039 0.062 

AG×ER 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用 AG*ER 表示 330 0.000 0.657 0.038 0.075 

lnGDP 经济发展水平，GDP 增加值的自然对数 330 6.474 11.300 9.360 0.938 

lnPOP 人口规模，年底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 330 6.306 9.306 8.175 0.746 

lnIDS 产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自然对数 330 5.518 10.647 8.480 0.982 

ECS 能源消费结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 330 0.765 0.928 0.859 0.036 

lnFDI 对外开放程度，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自然对数 330 7.205 13.293 10.260 1.397 

lnTEC 技术发展水平，授权发明专利的自然对数 330 3.135 10.620 7.234 1.970 

 

三、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高技术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两者协同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在控制了时间效应后，模型中的 P 值和 R
2
均显

著有效，表明模型设置合理。从单因素效应来看，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084，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技术

产业集聚促进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是相符合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迈入新常态，各省级政府根

据国家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鼓励高技术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

展，促进了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高技术产业主要由知识和技术密集、资源和能量消耗少的科技型企业组成，产业集聚可以

产生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保护了生态环境，提升了区

域生态效率。环境规制强度与区域生态效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882，表明环境政策在降低环境污染与保护生态环境方面

是有效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

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两型社会”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微观环

境保护政策和法令，这些环境规制在遏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起到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从协同效应来看，高技术

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叠加对生态效率改善作用更加明显，相关系数为 1.83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高技术产业的正外

部性和环境规制的高约束性相互叠加，产生了更加明显的生态环境效应，对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远远大于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

境规制的单因素效应。 

在控制变量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均对区域生态效率有正向影响，这表明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政府对环境保护越重视，企业的环保意识也就越强，区域生态效率往往也就越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因此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生态效率自然也就高。

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费构成与生态效率呈负相关关系，也即人口规模大，容易导致“城市病”，化石能源消耗占比高，环境污染

排放自然高，区域生态效率不高也就不难理解。此外，由于 FDI 的规模、结构和技术叠加效应不明显，FDI 的流入对中国区域生

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表 2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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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EE EE EE 

AG 
0.084** 

（0.073） 
 

0.136*** 

（0.057） 

ER  
0.882** 

（0.304） 

1.162*** 

（0.459） 

AG×ER   
1.837*** 

（0.790） 

lnGDP 
0.111** 

(0.091) 

0.112** 

(0.045) 

0.104*** 

(0.044) 

lnPOP 
-0.533*** 

(0.080) 

-0.536*** 

(0.035) 

-0.530*** 

(0.040) 

lnIDS 
0.371*** 

(0.022) 

0.403*** 

(0.017) 

0.373*** 

(0.023) 

ECS 
-1.710*** 

(0.626) 

-1.915*** 

(0.471) 

-1.785*** 

(0.468) 

lnFDI 
0.032 

(0.048) 

0.035* 

(0.021) 

0.042  

(0.021) 

lnTEC 
0.065*** 

(0.041) 

0.061** 

(0.025) 

0.063* 

(0.028)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R2 0.737 0.738 0.749 

P 0.000 0.000 0.00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替代变量法，检验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稳健性。首先，借鉴 Ciccone & Hall(2002）的做法
[31]，使用单位土地面积产值密度（AG1）或就业人员密度（AG2）来衡量产业集聚水平，当单位土地面积上高技术产业产值密度

或产业就业人员密度越高，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就越高；其次，借鉴 Antweiler & Copeland(2001）的做法
[32]
，使用人均

GDP 增加值（ER1）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它表示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会逐渐增强，因而环境规

制就会更强。使用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分别做回归检验，表 3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环境规

制强度及两者协同与生态效率的相关关系均显著为正。因此，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及两者协同对区域生态效率

的影响是稳健的，也即有利于改善区域生态效率。 

表 3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EE 变量 EE 变量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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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1 
0.152** 

(0.061) 
AG2 

0.002** 

(0.001) 
AG 

0.087** 

(0.041) 

ER 
0.818*** 

(0.291) 
ER 

0.849*** 

(0.117) 
ER1 

2.435*** 

(1.014) 

AG1×ER 
1.191** 

(0.448) 
AG2×ER 

0.013*** 

(0.006) 
AG×ER1 

0.009** 

(0.003) 

Year Control Year Control Year Control 

R2 0.740 R2 0.740 R2 0.741 

P 0.000 P 0.000 P 0.000 

 

2.内生性讨论 

由于生态效率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会对高技术产业具一定的吸引力并产生集聚效应，这种逆向因果关系的

存在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且不可信。此外，选择性偏误和遗漏变量偏误的存在，也会引致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

量法进行内生性问题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等低税收政策吸引区域内外企业，起到促进产业集聚的作用，以达到区域经

济发展的目的[33]。此外，政府可以通过环境保护税收的形式，强制对环境污染行为征收税费，提高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进而

降低环境污染的程度，间接影响区域生态环境
[34]

。因此，本文选用单位企业的税收作为工具变量（TR），分析产业集聚和环境规

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表 4报告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不可识别检验中 Kleibergen-Paaprk LM statistic 对应的 P值为

0.004，远远小于临界值 0.1，所以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工具变量无法识别的问题。弱工具变量检验

中 WaldF统计值是 12.518，大于经验临界值10，因而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这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回

归结果显示，税收与高技术产业集聚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低税收政策促进了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税收与环境规制显著正相

关，这表明企业因环境污染被征收的税费越高，环境规制强度就越高。在加入工具变量和控制了时间效应后，高技术产业集聚、

环境规制和两者协同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依然稳健，与上文的结论一致。 

表 4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AG ER EE 

AG   
0.144*** 

(0.047) 

ER   
1.541*** 

(0.501) 

AG×ER   
1.579** 

(0.663) 

TR 
-0.623*** 

(0.134) 

0.184*** 

(0.056)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Wald Fstatistic   12.518 

Kleibergen-Paaprk 

LM statistic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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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研究 

由于历史和地理区位等因素，中国东部地区经济高度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两者差距急剧扩大，这已经成为

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为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加快中西部发展，促进各地区经济

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政府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那么，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对两个地区生

态效率的影响是否有不同呢？为了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影响的差异，本文将30个省份分为

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地区进行回归分析，表 5 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

著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以及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的生态效应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表明西部大开

发战略实施以来，中西部地区逐渐转变了发展理念，避免步入“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老路子，提倡绿色可持续发展，制定相

应的环境规制和产业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集聚，直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因而中西部地

区的高技术产业集聚以及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更加明显。而在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方面，

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边际生态效应可能已经很低，再加上发达地区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因而环境规制在

东部地区的生态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表 5区域差异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EE（East） EE（Middle and West） 

AG 
0.106* 

（0.064） 

0.217*** 

（0.059） 

ER 
1.578*** 

（0.458） 

0.213  

（0.729） 

AG×ER 
1.569*** 

（0.527） 

2.204* 

（1.117） 

lnGDP 
0.875*** 

（0.204） 

0.192*** 

（0.026） 

lnPOP 
-1.139*** 

（0.173） 

-0.249*** 

（0.052） 

lnIDS 
0.573*** 

（0.058） 

0.207*** 

（0.036） 

ECS 
-4.173*** 

（0.960） 

-1.080*** 

（0.333） 

lnFDI 
-0.218*** 

（0.057） 

-0.054** 

（0.026） 

lnTEC 
-0.242*** 

（0.079） 

-0.001 

（0.022） 

Year Control Control 

R2 0.770 0.740 

P 0.000 0.000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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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通过超效率

DEA 模型和区位熵方法，测算了2007—2017 年我国 30个省份区域生态效率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然后研究了高技术产业集聚、

环境规制以及两者协同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在单因素效应方面，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均能改

善区域生态效率；其次，在因素协同效应方面，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协同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

研究还发现，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集聚以及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加明显，而东

部地区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比中西部地区显著。 

（二）政策启示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为了实现生态发展，直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政府应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

业集聚的形成。 

其次，在追求经济发展规模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政府应转变发展理念，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优化，

配以相应的环境规制，保障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最后，由于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应以差异化的产业政策鼓励高技术

产业的大力发展，而在东部地区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这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生态效益

作用，有利于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进而实现又好又快的区域协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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